
■ 徐茂明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4 月 11 日 星期四

10 责任编辑/杨逸淇 范昕

江南作为宋明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
重心， 其家族组织也颇具特色， 其中最
大的特色就是家族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建
设， 从而形成世代绵延的文化世族， 成
为江南家族群体中特殊的亚群体。 所谓
文化世族， 其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
的规模与世系， 社会属性则是家族在社
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与乡里声望。

到上海去：

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新变

世系与乡望： 文化世族的两条标准

从自然属性来看， 宗族或家族的

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

人聚居群体。 这种血缘群体， 就是传

统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 宗族

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

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 潘光旦 《明

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 一书统计了 91

个嘉兴望族， 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

延达 8.3 世， 约二百一二十年。 苏州

地区的洞泾吴氏绵延 17 世， 皋庑吴

氏 18 世， 吴中贝氏 15 世， 唯亭顾氏

16 世 ， 大阜潘氏 11 世 ， 平均绵延

15.4 世。 当然这些家族只是苏州著名

的文化世族， 因而其世系绵延平均值

尚不足以代表全部。 但总体而言， 根

深方能叶茂， 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

相当之历史与规模， 这样才能累积起

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 ， 文化世族自

然是以文化为显著标志 ， 而不是以

官爵与财富为表征， 文化世族本身的

含义就是以文化世其家， 其着眼点在

于家族的文化特质， 并能世代传承保

持下去。 正如陈寅恪论及中古士族时

所说： “所谓士族者， 其初并不专用

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惟一之表征， 而

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 69

页） 宋明以来， 虽然传统的门阀士族

已经消亡， 但科举社会中成长起来的

大儒仍然积极倡导家族的建设， 并赋

予家族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

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 “世家大

族， 邦之桢干， 里之仪型， 其有嘉好

燕乐， 国人于此观礼焉， 四方于此问

俗焉。” （吴伟业 《梅村文集》 卷 7）

明代苏州著名的文徵明家族， “累叶

风流儒雅 ， 为士林所推 ”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卷 18）； 王鏊家族不仅

如诗人沈德潜所说 ， 以 “能文世其

家”， 而且 “以忠厚相承”， 积善乡里，

被世人称为 “忠厚王家”。 清代苏州彭

氏家族 “子弟恪守庭训， 不逾规矩”，

理学家江藩认为， “江南世禄之家”，

“当以彭氏为矜式” (江藩 《国朝宋

学渊源记》 卷下）。 大阜潘氏也是科

举与业贾并重， 文化与

施善齐名 ， 成为地

方士绅之表率。

总而言之， 对科

举时代文化世族的甄

别， 主要立足于家族的

文化特性， 即以儒学传

承与文化积累为标准。

文化世族并非狭隘地限

定在科第奕世、 艺文卓

著的家族， 只要家风儒

素、 尚文重教、 积善乡

里、 德孚一方， 而且世系

绵延久远， 都可以列为文

化世族， 包括一心向学的

儒商世家或儒医世家。 真正的文化世

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 而不是单

纯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

“庚申之难” 迫使大量江南士绅逃至租界

近代苏州文化世族与上海的密切

接触， 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中叶， 特别

是 1860 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 迫使

大量的江南士绅富商逃亡至上海租

界， 史称 “庚申之难”。 这场战乱给

苏州世家大族造成致命的打击， 但客

观上也给上海带了意外的财富， 促进

了上海租界的繁荣。 海上文人姚公鹤

认为， 这场战乱对上海繁荣的作用超

过了上海开埠之后西洋商人的影响，

是 “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 （姚

公鹤 《上海闲话》）。

苏州大族绅商虽然托庇于上海租

界， 获得安身之地， 但深受儒家 “华

夷之辨” 观念浸透的文人儒生， 在文

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 “夷场 ” （租

界） 的生活方式。 来自于苏州乡村的

儒生王韬当时已经在上海租界谋生十

多年， 但对于西方文化仍是不遗余力

地批判 ， 认为 “中外异治 ， 民俗异

宜， 强弱易势， 刚柔异性， 溃彝夏之

大防， 为民心之蟊贼， 其害有不可胜

言者矣。” 相比之下， 苏州文化世族

中的少数有识之士， 在租界与西人接

触之后， 眼界大开， 对于中西文明有

较为清醒的认识， 如苏州大绅冯桂芬

提出：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一超前的远

见卓识， 在冯桂芬生前只得到极少数

人的认可， 直到戊戌维新时期， 光绪

帝才谕令将冯桂芬的 《校邠庐抗议》

刊印一千册， 颁发给朝野要员。 所以

《湘学报》 说它 “言人所难言， 为三

十年变法之萌芽”。

与冯桂芬同时避居沪上的苏州世

族潘氏， 不仅与冯桂芬一起策划了中

西会防、 江南减赋等重大事件， 同时

也在与西人、 西学的接触过程中， 得

历史之先声， 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脉

动 。 潘氏长房的潘霨 （1816-1894，

号伟如）， 在咸丰同治年间， 先后多

次参与与英法美俄日等国家的交涉谈

判， 眼界与见识都获得极大提升。 光

绪三年他拜访学贯中西的曾纪泽， 得

知曾氏已经 “习外洋文字五年矣 ”。

曾纪泽劝他说 ： “《英华萃林韵府 》

一书不可不令子弟早肄， 他日备朝廷

之使。 一事不知， 儒者之耻， 未可与

拘墟者同年语也！” 曾纪泽这番推心

置腹的告诫深深地触动了潘霨。 光绪

九年潘霨任江西巡抚时， 还曾试图邀

请刚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洋务导师王韬

主持幕务。 可见他对西学的认识远远

超过了国内一般的官僚， 当满朝大臣

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科举制度存废

问题时， 潘霨已经在悄然调整其教育

方向。 后来， 他的儿子潘志俊先后担

任出使大臣随员、 北洋随办洋务、 署

直隶交涉使， 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学的

理解。 其孙潘承福， 成为最早留学欧

洲学习工商业的苏州人之一。 由于潘

氏祖先的远见， 他们都成为得风气之

先者， 较早地完成了教育方向的转向。

报纸与铁路是沟通上海与苏州的两座桥梁

第二阶段为 19 世纪末到民国

初期。 上海的租界规模与市政建设

迅速发展 ， 已经由开埠初期只有

800 多亩的英租界， 到 1900 年仅

公共租界就扩张到 32110 亩， 租

界内崇楼杰阁， 连甍接栋， 街衢

宽阔， 市面整洁， 即使西方人也

不吝赞美。 到 20 世纪 30 年代 ，

上海被人称为 “东方的巴黎”。

上海的崛起， 吸引了周边地

区大量的人口， 在迁往上海的移民中以

江苏人最多， 而江苏人中又尤以苏州人

居多。 据学者统计， 1885-1920年上海

公共租界中江苏籍的移民由 4万增长到

30万， 其中相当部分都是苏州人。 苏

州的世家子弟也离开世代居住的传统苏

州， 进入到国际化的大上海。 在这个最

具近代性的大都市， 苏州文化世族的族

人， 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 同时也拓

宽了视野， 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当然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观念。

著名报人包天笑 （1876-1973年）

就是受到上海新派文化辐射启蒙而改

变一生的苏州人， 而沟通上海与苏州

之间的文化桥梁， 就是新兴的报刊传

媒。 据包天笑回忆， 清末 “苏州风气

未开， 全城看上海 《申报》 的， 恐怕

还不到一百家， 这一百份报， 都是由

信局从 ‘脚划船’ 上带来的， 因此隔

日便可以看报了。” 也正是通过报纸，

身在苏州的包天笑了解到甲午战争，

懵懂之中听闻声、 光、 化、 电之学，

并跟着发表 “中国要自强， 必须研究

科学” 的言论。 尤其是梁启超在上海

创办的 《时务报》， “好像是开了一个

大炮， 惊醒了许多人迷梦”， 《时务

报》 不但讨论政治、 经济， 同时也倡

导女学、 劝妇女放足、 研究科学、 筹

办实业， 设立医院等等， 因此， 除了

少数几位老先生外， 年轻人 “全不免

喜新厌故了。”

除了报刊之外， 连接苏州与上海

的第二座桥梁就是沪宁铁路。 它的开

通， 苏沪之间当天可以往返， 极大地

促进了苏沪之间的人员流动， 大量有

文化有身份的苏州人来到上海， 甚至

因此带动了苏州评弹也开始由苏州转

移到上海。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苏州世家子

弟， 他们在上海寻求新变、 调适自身

的过程中， 始终没有疏离家族的血缘

网络与文化传统， 他们往返于苏州和

上海之间， 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

地缘性的同乡组织， 以增强其在大都

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血缘性家族的势

力借助于地缘性的同乡组织， 获得了空

间上的扩张。 同样， 这些往返于苏沪之

间的苏州族人， 也源源不断地将新的生

活观念传输给家乡的族人， 带动了苏州

文化世族的变化， 到 20世纪 40年代，

苏州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像上海” 了。

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 文化世族的蜕变

从晚清洋务运动， 到清末新政，

以及民初的新文化运动， 贯穿其中的

一条主线就是对物质主义的实用之学

的推崇， 以追求效率与功利为特征的

工具理性， 逐步取代传统儒家文化中

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理性。 这种

文化核心精神的转变， 在文化世族身

上表现如下：

首先， 家族组织与家族意识。 早

在清末新政不久， 人们就依据西方的

进化论和政治理论， 强调中国家族制

度的封建性专制性， 激烈地要求打倒

家族制度。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这种批判达到高峰。 出生于文化世家

的苏州人顾颉刚也发表 《对于家庭的

感想》， 认为中国旧家庭制度之所以

长期以来得不到改革， 是由于 “名分

主义” “习俗主义” 和 “运命主义”

影响的结果。 在强大媒体舆论压力之

下， 文化世族的家族组织以及支撑家

族组织的儒家伦理观念全面松懈。 如

苏州著名的贝氏家族， 民国以后家谱

中对贞节烈妇的记载明显减少， 1935

年贝氏承训义庄设立时， 撤销节孝贞

烈祠， 女性祭祀不再以节孝为标准。

面对民初以来家族伦理之破坏， 苏州

文化世族出身的王季烈， 则是忧心忡

忡， 说： “近两年来， 则父子兄弟夫

妇之伦亦将继君臣而废弃， 余料从今

以后尔诈我虞、 此攘我夺、 人类之自

戕残杀、 弱肉强食方兴未艾也。”

其次 ， 教育理念与择业标准 。

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学部在解释学校

教育宗旨时说：“方今环球各国，实利

竞尚 ，尤以实业为要政 ，必人人有可

农可工可商之才 ，斯下倚民生 ，上裨

国计， 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

有实益者也。” 这一方针对文化世族

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 从

苏州大阜潘氏的专业选择看 ， “工

程技术 ” 属于首选 ， 长房与四房选

择 “工程 ” 专业的人数约占总数的

36% ， 其次才是 “数理化”， 约占总

数的 12% 。 东山王鏊家族的后代 ，

也都转向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工程

等领域 ， 从状元家族蜕变为著名的

院士之家 。 科举制度虽然也是获取

功名寻求阶层晋升的成功阶梯 ， 包

含着工具理性的成分 ， 古代各种

《劝学文》 激励士子读书的诱饵就是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但科举制度所

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还是儒家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实现人生

“三不朽 ” 的价值 ， 属于价值理性 。

而后科举时代的现代教育体系 ， 更

加重视的则是 “竞尚物质”、 满足生

存就业需求的工具理性 ， 二者有着

根本性的差异。

第三， 文化世族与乡里社会的疏

离 。 传统时代的江南文化世族是以

“矜式乡里” 为宗旨， 苏州文化世族

更是发挥了 “邦之桢干、 里之仪型”

的功能， 但废科举之后， 新式高等学

堂和现代职业的就业机会都集中在上

海这样的大城市， 这导致世族子弟都

流向大城市。 包天笑就说过， 科举废

除， 读书人在苏州无出路， 也往上海

跑了。 这种单向度的人才流动， 造成

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进一步疏离。

第四， 文化世族家学的传承与创

新。 传统时代的苏州文化世族， 除了

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的儒家经学之

外 ， 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

长， 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 沈

氏的戏剧， 苏州惠氏的经学、 文氏的

书画、 潘氏的诗文、 皋庑吴氏的金石

书法等等， 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

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 近代以来，

随着西学的传入， 特别是清末新政以

后， 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 “新学”，

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

所积极追求的方向， 这种求新求变的

思潮后来几乎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 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这一思

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

求新的思潮中， 苏州文化世族在继承

家学传统的同时， 与时俱进， 积极吸

纳新观念， 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 皋

庑吴氏的吴湖帆就是因为到上海之后

融汇中西绘画技法， 才奠定其海派画

坛盟主的地位。 唯亭顾氏家族的顾颉

刚也是在继承顾氏朴学求实、 与时俱

进的家风基础上， 融汇西方进化论，

由经学入史学， 开创了近代史学史上

著名疑古派。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
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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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的苏州

火车站

（资料图片）

▲1920 年代初的

苏州街市

（资料图片）


